
摘要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男性及女性在囚人士的更生需要有別，為此針對女性在囚人士需要

而設的更生服務亦更受重視。懲教署於2011年成立了一間位於羅湖懲教所內的心理

治療中心──健心館。它結合認知行為和正向心理學概念，以回應女性在囚人士的更

生需要。本研究旨在介紹健心館的概念及其相關研究結果，藉以評估項目成效。19

名中國籍女性在囚人士參與是次為期六至八個月密集式的培訓計劃。臨床心理學家用

心理評估工具評估參加者在完成計劃後的心理困擾和正向成長狀況，發現她們在抑

鬱、焦慮、壓力症狀，以及對負面訊息的關注度均明顯減少。此外，她們的希望感、

感恩和對正向訊息的關注則明顯增加。這顯示健心館有效幫助女性在囚人士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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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女性需要的
心理治療設施

健心館：

前言

世界女性監禁名錄顯示，在2015年全球各地的女性在囚人士一般佔當地監

禁人口2%至9%不等(Walmsley, 2015)，全球只有18處懲教機構的女性在

囚人士比例高於此數，而香港名列全球第二(19.4%)。香港女性監禁率在過

去數十年持續上升；在1986年至2014年間，女性在囚人士數目增加了

241.53%，同期的男性在囚人士數目卻下跌了17.70%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15)。

雖然女性在囚人士數目急增，但專為她們而設的心理治療卻不多。大部份

在懲教院所內進行的治療，都是根據男性在囚人士的研究而設計

(Kurten-Vartio, 2007; Lewis, 2006)。然而，不少關於女性在囚人士的研究

指，她們的心理需要與男性在囚人士並不一樣（如Loper, Carlson, Levitt, & 

Scheffel, 2009; Salisbury & Van Voorhis, 2009; Sherman, 2001)，例如

Salisbury及 Van Voorhis (2009)就曾歸納了一些女性在囚人士獨有的風險

因素：

(a) 被虐及受創經歷； 

(b) 嚴重精神問題；

(c) 濫用藥物的自制能力問題；

(d) 不良及虐待性的親密關係；

(e) 親職壓力等。

Loper et al. (2009)指出，女性在囚人士在監禁前，通常較伴侶承擔更重的

育兒責任。研究還揭示女性在囚人士的親職壓力與抑鬱徵狀有顯著關聯，

這在男性在囚人士身上並不明顯。

1  懲教署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2  香港城市大學心理學教授
3  懲教署臨床心理學家

備注：本文在2018年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刊登。是次重印已獲批准。

241.53% 17.70%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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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教院所內的心理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在懲教院所中已廣泛用於協助在囚人士開展

守法的生活 (Milkman & Wanberg, 2007)，也

有應用到各種懲教服務。其效用已在青少年

和成年在囚人士的臨床治療中得到反覆證明

（Wilson, Bouffard & Mackenzie, 2005）。

認知行為治療已被證實有助在囚人士更生

（Bonta, 1997；Lipsey, Landenberger & 

Wilson, 2007；Lösl, 1995），減少重犯，
並且改變他們的犯罪行為（Landenberger & 

Lipsey, 2005；Pearson, Lipton, Cleland & 

Yee, 2002 ；Wilson et al., 2005）。最近，

有研究從神經心理學角度出發，了解認知行

為治療應用於更生服務的效用；當中的神經

機制展示，認知行為治療(例如處理反社會

態度)如何減少重犯罪。（Vaske, Galyean & 

Cullen, 2011）。有研究認為，認知行為治

療有效增加幾個大腦區域的活動，而這些區

域均與社交、應對和解難能力有關(Vaske et 

al., 2011)。此外，從經驗實證可見，認知行

為治療能有效治療精神病（Butler, Chapman, 

另一個女性在囚人士獨有的需要是精神健康問題(James & Glaze, 2006)。澳洲健

康與福利研究院的一項研究(2013)顯示，有相當比率的女性在囚人士表明曾患有

精神健康障礙(43%)，這包括抑鬱、焦慮、藥物使用障礙、人格障礙、思覺失

調，數字較男性在囚人士的為高(37%)。英國的在囚人士健康研究網絡(2010)也

有類似的研究發現，當中的女性在囚人士比對男性在囚人士，有顯著臨床自殺徵

狀(16%比8%)或幻覺(9%比4%)，比率高出一倍。此外，女性在囚人士的合併確診

率，例如同時患有抑鬱及濫用藥物，幾乎是男性在囚人士的四倍(Blume, 1997)。

與男性在囚人士相比，女性在囚人士患精神疾病的比率較高，導致她們更難適應

於懲教院所內的生活。

上述的文獻回顧顯示，男女均有些非性別特定的需要，而針對這些需要的服務，例

如濫用藥物、親職需要、心理健康需要、創傷及不良關係等，服務不只為了鼓勵他

們於懲教院所內有更好的行為，也為了防止他們將來重犯（Van Voorhis, Wright, 

Salisbury & Bauman, 2010）。然而，亦有研究認為，與男性在囚人士相比，由

於女性在囚人士有獨特的需要，故有必要針對這些需要而制定計劃，例如為女性

而設的家庭關係計劃，可以幫助她們避免／終止與施虐男性伴侶的關係；但對男

性來說，計劃的重點卻可能在幫助他們成為負責任的伴侶和父親（Holtfreter & 

Morash, 2003）。因此，有必要制訂一套能顧及性別差異的計劃內容，藉以處理

女性在囚人士的獨特需要。此外，因應男女性在囚人士的更生需要，制訂針對性

別的更生服務，能回應聯合國所倡導的性別主流化這項全球策略（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13），旨在促進性別平等和促

進婦女權益。

Forman, & Beck, 2006）。一項整合分析研究

顯示，在治療抑鬱症方面，認知行為治療較

其他常用療法優勝（Watts, Turnell, Kladnitski, 

Newby & Andrews, 2015）。

儘管認知行為治療有其公認的成效，但一

些正向心理學文獻（例如Karwoski、Garratt 

& Ilardi, 2006）建議透過結合正向心理學

來鞏固認知行為治療。認知行為治療主要

用於處理即時症狀和認知功能失調，但越

來越多證據指出，即使沒有負面特質，並

不等如強項、希望感、樂觀和感恩等正向

特質會必然存在（Duckworth, Steen & 

Seligman, 2005）。此外，已有研究發現，

缺乏正向特質是構成精神困擾的獨立風險

因素（Joseph & Wood, 2010）。在一個監

閉的環境中，人有時會排除正面思想，滋

長負面想法。例如，在相對單一的環境

內，在囚人士可能對於正面刺激的敏感度

慢慢減低，導致正面認知（例如希望感、

樂觀）下降。

受精神健康問題困擾的男女在囚人士比例

43% 37%
精神健康
障礙

自殺徵狀

幻覺

16% 8%

9% 4%
女性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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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為女性在囚人士而設的健心館

鑒於女性在囚人士有獨特的更生需要，香港懲教署於2011年在羅湖懲教所設立健心

館。羅湖懲教所是全港最大的成年女性懲教院所，最多可容納1400名在囚人士。健

心館是一所個人成長及情緒治療中心，它提供的計劃有三大特色。其一，健心館是

顧及性別差異的治療設施，其計劃是建基於對女性現實生活的理解，並回應她們所

面對多方面而又複雜的問題。計劃內容的設計基於女性在囚人士的獨特需要，包括

情緒問題、自我控制能力、自殘問題、創傷、受虐經歷及不良關係等(Young, Waters, 

Falconer, & O’Rourke, 2005)。其二，健心館提供的活動在治療環境中進行，參加者

入住指定的地方，裡面採用治療社群的元素，讓參加者可以互相幫助。有證據顯

示，治療社群有助增加心理治療的成效(Cullen, 1997). 這治療環境有助促進參加者之

間的相互關心與支援，鼓勵她們在群體中實踐所學到的心理技巧，藉此建立良好行

為。此外，環境心理學的文獻指出，環境刺激會影響情緒和行為(例如., Knez, 2001; 

Leather, Beale, Santos, Watts, & Lee, 2003)，故此健心館利用不同顏色，營造一個舒

適、愉快、個人化及較少院所環境的氛圍。最後，健心館的活動採用日常生活的角

度。於健身室內，健身人士利用特定技巧來強化身體不同部位，一旦他們學會了相

關技能，就可以自行練習，並使之變成一種習慣。本着相同理念，健心館旨在指導

參加者如何促進心理健康，使她們可以繼續培養情緒管理和積極生活技能的習慣。

例如，健心館參加者學習從歌曲、電影和報紙文章中尋找正向訊息。她們也被訓練

去關注日常生活中的正向感覺、想法和感受。在辨識到正向經驗後，她們會將這些

經歷記錄在日記中，供檢閱和日後自我提醒。臨床心理學家每周會在日記中給予評

語，以反映她們的進度，加以鼓勵，和肯定她們的努力。這些活動的目標是將注意

力和行為技能融入日常生活。通過持續練習，參加者保持正向的心態便會成為習

慣，這均有助培養有利心理健康的認知、情緒和行為。

如果只著眼消減在囚人士的負面認知，卻

沒有同步建立正面認知，這樣的治療並不

能處理在囚人士全面的需要。事實上，認

知行為治療向來較側重消減負面認知，對

於它是否能適度處理精神健康上的正向特

質，特別在懲教院所內，這方面並不清

楚。根據Johnsen and Friborg (2015)一項

最新整合分析顯示，認知行為治療的效用

正在減弱。他們審視了1977年至2014年間

70個符合條件的研究，根據患者的自行報

告、臨床治療人員的評分及緩解率(患者康

復比率)來計算，結果顯示認知行為治療的

成效平均地隨時間直線下降。緩解率由最

低的14%到100%不等，數字隨年而下。認

知行為治療的效用下降，可歸根於幾個原

因，包括治療的精準度、安慰劑效應減退

及技術因素。正如 Johnsen 和 Friborg所

指，這表明了治療服務尚有很多改進空

間，包括可在原有模式上加以變化及擴

展，並且整合治療師和患者常見的相關因

素。

隨著正向心理學運動自20 0 0年初開始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不少

人去探討如何在傳統減少徵狀的治療上，

加入正向心理治療，強化療效(Cheavens, 

Feldman, Woodward, & Snyder, 2006; 

Karwoski et al., 2006)。Sin及 Lyubomirsky 

(2009)整合分析了51份在1977年至2008年

間進行的正向心理治療研究，當中涉及

4,266參加者。分析發現正向心理治療明顯

有助減少治療對象的精神困擾，同時促進

精神健康，其中希望感、強項及感恩被認

為是最有效的治療元素。研究同時發現，

正向心理治療不能取代傳統心理治療，但

可以互補不足(Sin & Lyubomirsky, 2009)。

有別於傳統心理治療以「糾正錯誤」為主

的模式，正向心理治療以強調「建立專

長」，這有助減少負面情緒及困擾，同時

促進正向心理健康。若懲教院所內的治療

是以推動在囚人士改變為目標，並且讓他

們對未來抱有希望，這樣治療的成功機會

也較高，兩者都有助降低他們重犯的機會

(e.g., Caverley & Farrall, 2011)。把焦點放

於在囚人士的個人長處，較過份強調風

險，會更有效增加他們的改變動機(Maruna, 

2010)。因此，正向心理治療對在囚人士更

生尤為重要。

全球有關在懲教院所中臨床應用正向心理

治療的研究並不算多，它大多應用於社區

治療中的臨床抑鬱患者(Layous, Chancellor, 

Lyubomirsky, Wang, & Doraiswamy, 2011; 

Proctor et al., 2011; Proyer, Ruch, & 

Buschor, 2013; Seligman, Rashid, & Parks, 

2006)。據筆者所知，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專

門為女性在囚人士而設的正向心理治療。

本文藉懲教署近年成立的健心館，闡釋如

何填補這方面的空白。健心館是一個為女

性在囚人士而設，針對女性獨有需要的治

療設施，這裡採用了嶄新的模式，即同時

採用認知行為治療與正向心理治療，在處

理女性在囚人士更生需要之餘，促進她們

的心理健康，這均有助她們將來重投社

會。本文下半部則介紹健心館及相關先導

研究結果，以檢視其成效。

健心館提供的計劃有三大特色：

顧及性別差異的治療設施

健心館的活動採用日常生活的角度學了相關技能，
          可自行練習，使之變成一種習慣

25

健心館：針對女性需要的心理治療設施懲教心理研究專輯

24

提供的活動在治療環境中進行，
    參加者可以互相幫助



健心館為中至高度更生需要的女性在囚人士提供一系列活動。這些活動

由熟悉認知行為治療及正向心理學治療的臨床心理學家團隊設計及帶

領。臨床心理學家透過性別特定風險及需要的評估結果來甄選參加者。

健心館的參加者首先會被安排參加啟導課程，然後參與密集治療計劃，

她們不會在此期間接受其他心理治療。

啟導課程具有以下兩個目標：(a) 幫助參加者適應健心館的新環境 (b) 協

助參加者建立和諧關係，加強凝聚力，為之後的密集治療計劃奠下基

礎。啟導課程通常為期兩至四個星期，之後參加者便會參與密集式治療

計劃，其目標是透過認知行為治療與正向心理學治療來達到兩個目的：

(a) 透過減少參加者的心理困擾與犯罪行為來加速康復，及(b) 協助參加

者培養及充分運用其強項、希望感及感恩，促進個人成長，有助長遠心

理健康。

密集治療課程一般為期六至八個月，參加者會被安排每星期上一至兩節

課程，每節2.5小時。整個課程共有37節課，由臨床心理學家進行。完成

密集治療課程後，臨床心理學家亦會為有需要的參加者提供加強課程及

個別指導。

參加者

羅湖懲教所的19名香港女性在囚人士分別在兩段時間參與是次研究：第

一組(人數=10)於2011年3月至11月期間參與；第二組(人數=9)於2012年3

月至11月參與。根據懲教署資料，有關參加者的人口特徵資料詳見表1。

兩組參加者的基本人口特徵資料及治療前的評分並沒有顯著分別。

透過面談，那些被評為較有動力改變及較願意接受小組治療的人士會獲

優先考慮。根據署方的一般風險及需要評估，在個人或情緒上有中至高

度需要的參加者會被邀請參加晤談，由臨床心理學家進行更深入的性別

特定評估。

所有參加者均達到以下要求：(a) 經一般風險及需要評估，被評為有中至

高度個人及情緒需要 (b) 被評為有中至高度性別特定需要 (c) 精神狀況穩

定 (d) 能夠理解中文書面語及廣東話，以確保參加者可以充分理解評估

問卷和治療內容 (e) 其餘下刑期足夠完成治療計劃 (f) 沒有嚴重破壞性、

顛覆性傾向或其他有機會影響計劃進行的特殊問題。治療計劃開始前，

會先取得參加者的同意。

表1

研究對象的人口特徵 (人數 = 19)

人口特徵 平均數 (標準值)

年齡(以年計) 38.05 (9.77)

刑期(以年計) 5.10 (2.45)

       (%)

受教育年期

 6 年 1 (5.26)

 7- 10 年 6 (31.58)

 11-12 年 12 (63.16)

定罪情況

首次定罪 18 (94.74)

第二次定罪 1 (5.26)

入獄前就業情況

受僱 14 (73.68)

非受僱 5 (26.32)

所犯罪行類別

毒品有關 6 (31.58)

與財產有關 7 (36.84)

不完整罪行 4 (21.05)

與暴力有關 1 (5.26)

有組織罪行 1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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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自評量表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
此 量 表 共 有 2 1 條 問 題

(Lovibond & Lovibond, 

1995)，其下分為三個次量

表，各有7條問題，以評估參

加者的心理困擾情況：

(a) 抑鬱方面，問題如「我 

 覺得很難讓自己安靜下 

 來」；

(b) 焦慮方面，問題如「我 

 感到很難放鬆自己」；

(c) 壓力方面，問題如「我 

 對任何事也不能熱衷」。

所有問題可根據李克特四級

量表來評分(由0=完全不適用, 

至4=完全／大部份時間適

用)。所得的分數越高，該評

估範疇的困擾程度就越高。

是次研究樣本所使用的是中

文版情緒自評量表 (Taouk, 

Lovibond, & Laube, 2001)，

其內部一致性信度達到良好

至優異級別，其內部一致系

數分別為.91、.84及.91。

希望感量表
Hope Scale (HS)
希望感量表共有12條題目，

本研究使用了中文版本(C-HS; 

Snyder et al., 1991)來評估參

加者的希望特質，它包含4條

量度達至目標的意志力問題

(例如，「我熱切追求自己的

目標)，4條關於達至目標的策

略路線問題(例如，「我能想

到很多方法去獲得生命中對我

重要的東西)，另外也有4條干

擾問題。所有題目會根據李克

特八級量表來評分(由1=十分

不適用於我, 至8=十分適用於

我，分數越高，代表參加者在

相應部份較強。兩個次量表在

此研究樣本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為可接受至良好，內部一致系

數分別為.84及.79。

感恩量表
Gratitude Scale 
(GS) 
這 個 量 表 共 有 6 條 題 目

(McCullough, Emmons, & 

Tsang, 2002)，用以測量參加

者的感恩傾向(例如，「我的

生命裏，有很多值得感恩的

事。」) 。所有題目會根據李

克特六級量表來評分(由1=十

分不適用於我, 至6=十分適用

於我)。分數越高，代表參加

者有更高的感恩意識。感恩量

表在此研究樣本的內部一致性

信度為可接受，內部一致系數

達.75。

程序及統計分析

在參與健心館的密集治療計劃前後，所有參加

者均會在臨床心理學家助理的監督下完成自我

評核。有關資料會利用SPSS Version 21軟件作

數據輸入及分析。在健心館進行治療期間，參

加者不會接受其他心理治療。他們在治療前後

都會進行配對樣本測試，以評估各項指標的變

化。治療效應量是透過科恩d值統計來計算

(Cohen, 1988; Pallant, 2007)。

基於本研究的樣本量少，且屬於初步性質，研

究人員在抑鬱、焦慮和壓力量表的次量表中，

作了適當的調整及臨床意義的計算(Jacobson & 

Truax, 1991)。雖然情緒自評量表不等同臨床

診斷的分類計算，但Lovibond及 Lovibond 

(1995)所提出的臨界分數通常會用來界定傳統

意義上的嚴重程度(即正常、輕微、中度、嚴

重、極度嚴重)。假如變化分數超過標準誤差

的差異1.96倍，轉變便可視為具統計學意義。

當治療後分數低於治療前分數，代表相關的徵

狀減少，亦即參加者正朝好的方向改變。

Bowen (2012)提出了六類變化，對於理解治療

效果可能有用：

(a) 正常(該人士能維持各樣功能正常)，

(b) 康復 (有正面的改變、具統計意義、從某  

 一個臨界分數以上變成以下)，

(c) 有改善 (有正面的改變、具統計意義)，

(d) 惡化(有負面的改變、具統計意義)

(e) 退步(在有情緒困擾的群體中，往負面方向 

 改變、具統計意義)，及

(f) 沒有變化(轉變沒有統計意義)。

參加者根據情況，被歸類為上述六個類別，跨

類別參加者的比率，會用以檢視臨床變化。皮

爾森相關性分析會用以檢視測量工具之間的關

係。由於樣本數目少，治療前後的比較遂採納

機率為0.01較保守的第一型誤差。

工具

所有參加者均會完成以下自我評核：

正負性訊息注意偏向量表
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Scale 
(APNIS)
此量表共有40條題目(Noguchi, Gohm, & Dalsky, 

2006)，藉以評估一個人對於情感訊息(即注意

力偏誤)的關注傾向，該量表下設有兩個次量

表：正性注意偏向次量表(API)，及負性注意偏

向次量表(ANI)。前者包含22條問題，例如「我

覺察到及留意事事順意的時刻。」；後者則同

樣包含18條問題，例如「我慣常地注意過去令

我感到不開心的情境。」。這兩個量表反映出

參加者的正負向注意力偏誤。

所有問題都根據李克特五級量表來評分(由1=十

分不適用於我，至5=十分適用於我)。分數越

高，表示參加者對於相應類別的訊息有更高的

關注傾向。是次研究樣本所使用的是中文版正

負向認知偏向量表(Chan, Ho, Tedeschi, & Leung, 

2011)，兩個次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達到良

好級別，內部一致系數分別為.87及.86。

生活滿意度量表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這個量表共有5條題目(Diener, Emmons, Larsen, & 

Griffin, 1985; Pavot & Diener, 1993)，以普及角度評估

生活滿意度(例如：我的生活很多方面都接近我的理

想)。所有題目會根據李克特七級量表來評分(由1=十分

不適用於我, 至7=十分適用於我)。分數越高，代表參加

者對於生活滿意度越高。生活滿意度量表在此研究樣本

有很高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內部一致系數達到.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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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治療前後比較

進行治療前後的配對樣本測試，以比較參加者在治療前後，在各心理

指標的分數，從而評估治療在減低病理徵狀及提升正向幸福感的有效

性。結果顯示，大部份治療後的分數都與治療前的分數有顯著不同。

治療效應量為中等至大(詳見表2)。

情緒自評量表的21條問題

參加者的情緒自評量表總分在治療前後有顯著分別，效應值為中等，

t(18) = 5.99, p < .001, 95% 置信區間[CI] = [17.84, 37.11], d = .67。

抑鬱次量表的分數在治療後明顯較治療前為低，t(18) = 4.63, p < .001, 

95%置信區間[CI] = [5.00, 13.31], d = .54。

同樣地，焦慮及壓力次量表的分數在治療後明顯較治療前為低，分別

為t(18) = 5.71, p < .001, 95% CI = [5.72, 12.38], d = .64 及 t(18) = 

5.12, p < .001, 95% CI = [5.46, 13.07], d = .59。總括來說，參加者的

抑鬱、焦慮及壓力徵狀在參與計劃後得到明顯改善。(詳見表2)

所有治療後分數均顯示，參加者在希望感、感恩、對正面訊息的關注

度及對負面訊息的關注度均有顯著改善。有關改變將詳細描述如下。

注意力偏誤

參加者在接受治療後，對正面訊息的關注度明顯提升，t(18) = -4.62, p 

< .001, 95% CI = [-0.51, -0.19], d = .54。雖然效應量少，參加者對負面

訊息的關注度在治療後則明顯下降，t(18)= 3.14, p = .006, 95% CI = 

[0.14, 0.73], d = .35。這些結果顯示，參加者在完成密集治療計劃後，

對正面訊息的關注度有所提升，負面訊息的關注度則下降。

表2

治療前後及治療效困的臨床描述數據，
平均數差比較 

量度方法  治療前 治療後 前後差異 t 值 效應值 檢定力

平均數 (標準值)

DASS

  DASS-D

  DASS-A

  DASS-S

  總分

APNIS

  API

  ANI

GS

CLSS

HS

  Agency

  Pathway

  總分

13.37(11.00)

15.05(8.28)

18.74(10.05)

47.16(26.72)

3.78(0.39)

3.86(0.47)

28.05(5.96)

16.32(7.93)

20(5.74)

21.16(5.89)

41.16(10.82)

4.21 (6.73)

6.00 (6.33)

9.47 (10.26)

19.68(21.02)

4.14 (0.41)

3.42 (0.54)

32.21 (3.39)

21.58 (7.03)

24.26 (4.84)

24.42 (4.59)

48.68 (9.03)

4.63***

5.71***

5.12***

5.99***

−4.62***

3.14**

−2.98**

−2.84*

−4.07**

−2.64*

−3.70**

.54

.64

.59

.67

.54

.35

.33

.31

.48

.28

.43

.54

.64

.59

.67

.54

.35

.33

.31

.48

.28

.43

9.16 (8.62)

9.05 (6.91)

9.26 (7.89)

27.47(20.00)

−0.35(0.33)

.44 (0.60)

−4.16(6.09)

−5.26(8.08)

−4.26(4.57)

−3.26(5.39)

−7.53(8.87)

註：

DASS = 情緒自評量表（21題）；DASS-D =情緒自評量表-抑鬱次量表；DASS-A =情緒自

評量表-焦慮次量表；DASS- S =情緒自評量表-壓力次量表；APNIS =正負性訊息注意偏

向量表(40題); API =正性注意偏向次量表 (22題)；ANI = 負性注意偏向次量表 (18題)；GS 

=感恩量表（6題）; CLSS = 華人生活滿意量表 (5題)；HS =希望次量表（12題）; Agency 

=意志力次量表（4題）; Pathway = 達至目標的策略路線次量表（4題）。

* p < .05. **p < .01. ***p < .001 (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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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滿意度
參加者在治療後的生活滿意度同樣有所提升，但效應

量小，其差別並不明顯，α水平為.01, t(18) = -2.84, 

p < .05, 95% CI = [-9.16, -1.37], d = .31。這顯示參加

者在參與健心館的治療後，他們對自己生活滿意度的

整體判斷有所提升。

感恩
結果顯示，參加者的相關

分數在治療後有顯著提

升，儘管與治療前的分數

相比，效應量小，t(18) = 

-2.98, p < .01, 95% CI = 

[-7.09, -1.23], d = .33。這

顯示健心館的治療計劃有

助提升參加者的感恩感。

表3

治療前後三組情緒次量表所示的臨床改進比率
(人數 = 19) 

量度方法 a N 正常 康復 改善 惡化 退步 不變

DASS 
Depression

DASS 
Anxiety

DASS 
Stress

19

19

19

0

0

0

0

0

0

6 (31.58%)

2 (10.53%)

2 (10.53%)

4 (21.05%)

5 (26.32%)

6 (31.58%)

2 (10.53%)

2 (10.53%)

4 (21.05%)

 7 (36.84%)

 10 (52.63%)

 7 (36.84%)

註：DASS = 情緒自評量表
a DASS Depression cutoff (情緒自評量表-抑鬱隔斷) = 9, 可信變化 = 3.88 量表點；

 DASS Anxiety cutoff (情緒自評量表-焦慮隔斷) = 7, 可信變化= 3.11量表點；

 DASS Stress cutoff  (情緒自評量表-壓力隔斷)= 14, 可信變化= 3.55量表點。

希望感
參加者在接受治療後，在希望感方面的總

分數有顯著提升，t(18) = -3.70, p < .01, 

95% CI = [-11.80, -3.25], d = .43。在達至

目標的意志力方面，參加者在治療後的總

分數較之前明顯增加，t(18) = -4.07, p 

< .01, 95% CI = [-6.47, -2.06], d = .48。在

達至目標的策略路線方面，雖然參加者在

接受治療後的分數有所提升，然而根據研

究所採用、機率為0.01的第一型誤差，前

後的差別並不明顯，t(18) = -2.64, p < .05, 

95% CI = [-5.86, –0.66], d = .28。這顯示

參加者的希望感在完成計劃後仍有提升，

當中包括他們找到實現目標方法的察覺能

力及目標導向的意志力。

情緒自評量表 - 抑鬱

情緒自評量表 - 壓力

情緒自評量表 - 焦慮

31.58%

10.53%

10.53%

36.84%

36.84%

52.63%

21.05%

31.58%

26.32%

21.05%

10.53%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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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本研究旨在介紹及評估懲教署一項為顧及性別差異而成立的新治療設施－健

心館，而當中的治療計劃是以正向心理學及認知行為治療作為基礎。心理困

擾與正向成長之間呈明顯關聯，顯示減低心理困擾有助增加正向成長，而促

進心理成長則有助減輕困擾。因此，緩減徵狀(抑鬱、焦慮及壓力)及培養心

理成長(希望感、感恩及正向注意力偏誤)，便成為健心館的重要治療元素。

根據治療前後心理測量清單分析，顯示健心館達到兩個目標：(a)減少徵

狀，如減少抑鬱、焦慮、壓力徵狀及負面注意力偏誤 (b) 增強正向成長，這

都表現在希望感、感恩及正向關注偏誤的提升。

相關性
表 4 顯示了治療後，各項

臨床指標之間的雙變量相

關性。結果顯示，除了焦

慮次量表和感恩量表之間

的關係外，所有心理困擾

指標都與正面成長的指標

呈相反關係。

臨床意義上的顯著改善
結果顯示，經過治療後，沒有參

加者在情緒自評量表的三個範疇

上有惡化或退步。逾半參加者

(52.63%)經治療後的焦慮程度由

需要接受治療，好轉至正常程

度。另一方面，少於一半參加者

(36.84%)在治療後，其抑鬱和壓

力方面表現出臨床上的康復轉

變，即由需要接受治療轉變至正

常程度(詳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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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零階相關係數的下三角相關矩陣(人數 = 19)

量度方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DASS-D         
2. DASS-A .65**        
3. DASS-S .74** .72**       
4. 總分 .88** 086** .94**      
5. APNIS-API .61** .48** .69** .68**     
6. APNIS-ANI .46** .71** .62** .66** −.36    
7. GS .65** .54** .63** .68** .81** −.44   
8. CLSS .65** −.41 .46** .56** .60** −.37 .62**  
9. HS-Agency .78** .62** .70** .78** .73*** .53** .80** .75** 
10. HS-Pathway .69** .50** .68** .70** .77** .47** .68** 66** .83**
11. HS-總分 .77** .59** .72** .77** .78** .52** .77** .74** .96**  .96**

註：

DASS-D =情緒自評量表-抑鬱次量表；DASS-A =情緒自評量表-焦慮次量表；DASS- S =情緒

自評量表-壓力次量表；APNIS-API =正性注意偏向次量表(22題);   APNIS-ANI =負性注意偏向

次量表 (18題)；GS =感恩量表（6題）; CLSS = 華人生活滿意量表 (5題); HS =希望次量表

（12題）; Agency =意志力次量表（4題）; Pathway = 達至目標的策略路線次量表（4題）

* p < .05. **p < .01. ***p < .001 (雙尾).



這些成果可以歸功於健心館結合了認知行為治療及正向心理學治療的方法，

以及其標誌性的特色。綜合結果表明，認知行為治療可以改變參加者情緒相

關的認知扭曲，例如在臨床晤談及小組討論，她們因着自己成為在囚人士而

出現抑鬱情緒，也有人因為自己作為母親的身份而感到愧疚及焦慮。相反，

正向心理治療可以讓參加者提升正面情緒、認知及行為，例如參加者學會了

關注在她們身邊出現的正面訊息，並在生活中「數算她們的祝福」。她們能

夠在完成健心館計劃後，訂立實際的目標，並找到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參

加者還找到自己的強項，並學會在日常生活中適當地利用。這樣看來，健心

館透過幫助參加者逐步從康復到成長，讓他們成功更生。除了使用綜合治療

方法外，健心館特別的設計也有多方面的價值。首先，從女性角度來看，那

些性別特定的內容回應了她們的需要，舉例說，健心館善用參加者自己所面

對的真實生活問題，如與伴侶及子女分開，從而讓她們更了解自己的情緒；

又如參加者可以應用新學習的技能去處理在日記中記下的生活難題。其次，

隨著治療環境的建立，參加者之間建立了彼此信任的關係，這都有利他們在

小組中的學習。此外，在治療社群內的人際關係問題會成為技能實踐的學習

要點。參加者之間若有衝突，會提出來並公開討論，期間導師會作指導，利

用衝突解決技巧來處理問題。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參加者學會透過撰寫日

記，從中觀察、紀錄和細味一些正面的經歷。她們的日記內容展示她們在日

常生活中的技能應用，這與密集治療所設計的活動很類似，例如他們從媒體

和與他人的互動中尋找正面的訊息。她們同時學會珍惜並感恩所得到的支

持。總括來說，健心館的獨特治療方法及標誌性特色，對促進女性在囚人

士成功更生，有整體的效用。

這些令人鼓舞的結果，對女性在囚人士的更生服務有一定啟示。首先，是

健心館的有效性。它作為一項顧及性別差異的治療設施，顯示了提供針對

性別的治療可能會對女性在囚人士的更生產生更好效果。男女性在囚人士

的犯罪行為背景成因並不一樣。研究顯示，女性在囚人士的情緒問題、創

傷、受虐及不良的關係與她們適應監禁及將來重犯風險有顯著關係(van der 

Knaap, Alberda, Oosterveld, & Born, 2012; Van Voorhis et al., 2010)。對於女

性在囚人士來說，關注她們的創傷經驗，並解決她們的情緒問題，有助她

們在社會自立，減低她們的犯罪行為(Green, Miranda, Daroowalla, & 

Siddique, 2005)。本研究透過審視參加者的情緒問題、創傷後經歷及關係

上的問題，可見健心館能有效改善參加者的情緒狀態。我們因此相信健心

館有助女性在囚人士更生及減低其重犯風險。再進一步的研究，有助支持

這個假定。

其次，本研究的正面結果顯示，結合補救式(認知行為治療)及個人成長(正

向心理治療)兩種實證為本的治療方法是可行的，並且有助增加治療功效

(Cheavens et al., 2006; Karwoski et al., 2006)。健心館的計劃可以提供一套

準則，供將來參考並進一步發展。

由於治療計劃需時較長，而且有語言上的阻礙，是次研究並沒有招募那些刑期較

短，及非以廣東話為母語的女性在囚人士。為此，健心館最新進行一些試驗計劃，

包括一個需時較短的計劃、一個英語版計劃，以及發展一個心理教育大型計劃，以

擴大服務範圍。此外，亦正籌備出版一本有教育性的刊物，可在將來舉行的國議會

議上發表。此外，我們亦進行持續的研究，例如測試本治療計劃的較短版的有效

性，以及比較計劃中認知行為治療和正向心理治療的有效性，希望在當前的研究結

果基礎上，為法證心理學作出貢獻。

是次研究有其限制，日後進一步了解健心館計劃的成效，及未來採用相關療法時，

需多加考慮。理由如下：首先，在沒有對照組的情況下，不清楚正面效果有多大程

度來自有關治療，因果關係未能完全確認。其次，樣本數量少。根據羅湖懲教所的

一般風險及需要評估的數據顯示，院舍內任何時間，均約有70名女性在囚人士需要

密集式心理服務，但只有19位參與是項計劃。此外，積極的參加者會被優先考慮轉

介參與健心館計劃，這可能有助於取得正面的結果。不過，針對樣本數量較少的情

況，我們亦審查了對所得數據的臨床意義，結果顯示，與統計學分析的結果基本吻

合。第三，健心館將認知行為治療和各種正向心理治療，包括希望感、感恩和強項

練習納入密集治療計劃，是故治療效果可歸因於健心館的整體設定、治療內容及活

動。因此，現階段無法確定密集治療計劃中的有效治療核心元素。

為了解決這些限制，未來的研究可以增大樣本數量，並以候補名單作為對照組，以

確認健心館治療的有效性。未來的研究方向可以是比較兩種治療模式(認知行為治

療及正向心理治療)在女性在囚人士更生過程中所擔任的角色；亦可以對認知行為

治療及正向心理治療的各個組成部份進行研究，從而找出減低心理困擾程度及提升

心理成長預測因素，以制定更具成本效益的治療計劃。 

直至2018年，參與研究的所有參加者均已離開院所，重犯率為零。然而，參與計

劃與重犯率之間的關係尚未清楚，尚待進一步研究。

結論

健心館是亞洲首個為女性在囚人士開創、顧及性別差異的設施。它針對女性在囚人

士的獨特需要，度身訂造治療內容，促進參加者之間建立治療社群，並在治療教材

和活動中採用日常生活的視角。它整合了心理治療中兩種發展成熟的方法，即認知

行為方法和正向心理治療。先導研究的數據顯示，各項關鍵成果指標都反映效果正

面，可見它在減少臨床徵狀和促進正向心理健康方面均有效。未來更深入的研究，

將有助進一步發展針對女性在囚人士性別特有需要的治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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